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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研究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

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①

谭福民，向　红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

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

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

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

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

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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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诠释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也称现代诠释学，是１９６０年后广泛流行于西方的一种哲学

文化思潮，是关于主体对文本客体理解、认识过程的一般理论，是从希腊学者建立的解释荷马史诗等古

典文献的语文诠释学和解释宗教经典的神学诠释学发展起来的。解经说文、注疏显义的传统诠释学实

际上只是一种文字诠释技巧和规则，以古希腊神话中专职神谕的上帝信使赫尔默斯之名称为“赫尔默

斯之学”，亦称解经学。近代以后，经过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等人的努力，诠释学被赋予了

一种对人类历史文化活动各类文本进行理解和阐述的意义。时至今日，海德格尔（Ｍａｒｌ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奠

基、伽达默尔（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发展完善的哲学诠释学，使诠释学的发展实现了从方法论向本体

论的转向。伽达默尔把理解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围绕着理解这个论题建立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一

套完整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众所周知，任何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显然，哲学诠释学对翻

译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对诠释学不同理论的学习研究，我们可以批判吸收各种诠释学理论的合

理思想，逐步形成科学的诠释学观念，以指导我们的翻译研究。本文拟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有关合

法偏见的理论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问题。

一　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
传统诠释学把理解看作是一种克服自身局限，摆脱一切主观意愿，无条件地认识和把握意义的过

程，以此使理解者超越历史环境，从而完全不带任何主观成分“透明”地去理解文本作者的意图，把属于

理解者自己的历史环境等种种因素看成理解的障碍，看成是产生误解和偏见的根源，认为偏见是一切对

理性加以束缚的思想和一切沿袭传统的信念，与理性势不两立，与理解水火不容，其缺陷在于一味迷信

文本作者的原意，而没有看到人类理解的历史性。

事实上，每位理解者都不是一片空白进入一个新文本的，而是有着海德格尔所说的前理解（或称前

结构），这种前理解在传统认识论中是作为“偏见”而存在的。海德格尔突破了传统诠释学的束缚，认为

理解有它不可缺少的前提，那就是前理解，即主体理解文本前已有的价值与传统观念、经验、知识、思维

方式等，正是前理解构成了人在历史中的存在，才使理解的实现成为可能。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无论是诠释的主体

（读者或接受者）还是客体（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性，而是

去正确地适应和评价它。伽达默尔在对海德格尔前理解概念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偏见观，对偏见的重新

梳理和界定构成了他理论的基础。伽达默尔指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

在。……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歪曲真理。实际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产生

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

性。”［１］２６２换言之，人类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人们的“偏见”。实际上，人一来到世界，就被既定的历史、

语言、文化所浸染，根本无法自由选择或摆脱历史文化通过语言对自身的预先占有，不存在超出传统之

外的理解者，也不存在与传统毫无关联的文本。因此，伽达默尔强调，“理解是把自身置身于传统的进

程中，在这一过程中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１］２６２

伽达默尔为偏见正名，但并非对一切偏见都不加反思和修正。他把偏见分为“合法的偏见”（或称

“生产性偏见”）和“盲目的偏见”两种。“合法的偏见”是历史所赋予的，具有正面价值，是连接过去和

未来的桥梁。而“盲目的偏见”是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接触吸收的见解，很大程度上是后天习得的，

往往会妨碍正确理解的实现，但可通过意识加以克服。伽达默尔认为，合法的偏见是文本理解的客观性

基础，是构成理解的历史性因素，因为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传统

和境况，对文本的理解会打上自己的个性和存在的烙印。同时，伽达默尔提出了视界融合的观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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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活动就是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的融合，当理解者的视界与被理解者的内容能够融合在一起就会产

生意义。在伽达默尔看来，对艺术文本的解释活动就是有主体参与的理解和体验活动，必然带有一定的

主观性，即对文本加以理解不可或缺的“偏见”。也正是由于这一“偏见”———“合法的偏见”，所蕴含的

主观因素使得从解释活动中所产生的“意义”也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必然包含主体性创造的理解，即在

理解活动中使作品产生新的意义。这种从理解阐释艺术文本活动中所产生的新的意义表明，理解是动

态生成的，是人存在的个性活动，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显然，伽达默尔以合法偏见理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对翻译具有方法论意义，即强调首先是作为译

者的理解者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政治立场、目的、动机都将对理解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作

为译者的理解者应尽可能扩大知识面和视野，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改善自己的“偏见”。

二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１９６１年，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ＲｏｂｅｒｔＥｓｃａｒｐｉｔ）在其《文学社会学》一书中第一个

提出了“创造性叛逆”概念。埃斯卡皮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

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指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

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

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２］１３７

埃斯卡皮这一命题限于语言环境和语言外壳转换层面。对此，中国引进“创造性叛逆”概念的第一

人谢天振从比较文学研究角度加以丰富和深化，开始注重文化交流中一些有关译者的创造性叛逆问题。

谢天振在其《译介学》一书中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

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

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和

叛逆性其实是根木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３］５７将这一概念引入传统译论中，译者

的创造性叛逆可以定义为：翻译过程中译者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驱使下完成的创造性翻译行为，是

通过积极发挥和运用主观能动性，对原作在文字、结构、内容及美学效果等层面进行阐释和建构，主要表

现为有意识的误译、编译、改编等。根据这一概念，谢天振归入创造性叛逆的无意识性误译就不属于译

者的创造性叛逆范畴，因为“无意识性创造性叛逆”译法实为误译，毫无创造性可言。

面对一部文学作品，译者不可能把原作者的意图完整无误地复制下来，因为每个译者都是从自身的

偏见出发去理解和接受作品的。事实上，译者所处的文化范式、价值取向、审美标准，译者个人的审美情

趣、文学气质、认知能力等，都会给译作打上“再创造”的烙印。换言之，由于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

的双重制约，译者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在所难免。在很大程度上，译者在对文学作品解读过程中出现的创

造性叛逆都带有明显的指向性目的，也就是通过对原作语言中不同文化的误读来肯定和确定自身。

三　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在创造性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诠释学大师海德格尔从传统诠释思想出发，把诠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层次的研究提升到本体论

性质的研究上来。伽达默尔秉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向，使诠释学由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一种哲

学，把诠释学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现代诠释学———哲学诠释学，将诠释学推向兴盛。诠释学理论的研究

出发点并不是专门针对翻译而言的，它主要是针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与解释。但由于对艺术作品的分析

和诠释在许多层面上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解读和传达之间存在着相通或相近之处，因此，哲学

诠释学可应用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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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词语所进行的解释过程。”［４］１２

由于理解的历史性，对过去文本产生偏见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偏见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人们创造力

的表现，它展示出理解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解者会充分调动自身的能动性和

创造性让理解在其“合法的偏见”中照亮作品文本，在对作品的解读领会中努力寻求其意义，这样生成

的意义必然是崭新的，必然会超越原作中所表现的意义，不可能是消极地复制文本。换言之，理解的历

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创造性翻译。否认译文可以超越原文，固执地认为译文只

能止于所谓的忠实再现，实际上是否定了理解中主观和客观不可分这一事实，没有把理解看成是一种主

体间的对话关系，如此导致的后果是使原文潜在意义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延伸和显扬，所译出来的文字

也定会索然寡味。显然，“译者作为读者所起的作用应是积极的、创造性的，理解决不等同于对文本的

被动接受。”［５］４２因此，刘重德强调，“翻译不仅是一门有着自己的规律和方法的科学，也是一门再现和再

创造的艺术。”［６］１３

好的文学翻译也应该是再现和再创造，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当然，创造性叛逆并非文学翻译特有，

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对一部作品读者不可能把原作者的意图完整无误地复印

下来，因为每个接受者都是从自身经验的偏见出发理解接受作品的。在具体的文学翻译过程中，创造性

叛逆表现在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进行的能动

的转述和转换，譬如有意识的编译、节译、改编等都属于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著名诗人罗厄尔是

“中国诗在美国最伟大的知音”，她的《松花笺》是她用“拆字”法翻译的一本中国古典诗选。像庞德一

样，罗厄尔对中国古典诗歌有许多创造性翻译，如杜甫的《夜宴左氏庄》中的“风林仟月落”，她翻译为

“风把树影和落地的月光织成白经黑纬的花纹”。从传统观点来看，其拆字法是行不通的，但以伽达默

尔哲学诠释学思想中的合法偏见论来考量，罗厄尔的翻译则有余音绕梁之味。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指出，意义是动态生成的，即读者通过文本的中介在与作者的对话过程中生

成的，认为译文只能止于对原文的忠实再现实际上既否定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又把文本意义看成了一

个纯客观的静止物。翻译活动实际上就是译者与作者之间的一种对话和交流。通过对话，文本的潜在

意义得到充分展示，以致一部作品在产生后，其意义经过不同时代人们的理解和诠释会得到逐步扩大。

这种在对话中生成的意义往往会超出作品的原义。这样，翻译中产生出超越原文的译文就很正常了。

诚如许渊冲所言，“……翻译的艺术也是‘创造’的，原作就是翻译所本。译者根据原作加工，结果就有

可能超过原作。”［７］显然，“译文可以超越原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应作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因此，

许渊冲强调指出，“这（指译文胜过原文）应该是我们文学翻译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如能再创造出‘胜过

原作’的译文来，那就是给世界文化灌输新的血液，可以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８］前言

四　结　语
任何理解都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开放性，理解者理解到的意义未必完全等同于文本原来的意义，

而且不同的理解者面对同一作品所理解到的意义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既然文本的意义与理解者的理解

密切相关，那么它是不是由理解者的主观性任意决定的呢？伽达默尔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首先，理解

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受其“偏见”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制约的；其次，理解必须遵循语言的游戏规则，

这些规则不以游戏者的主观性为转移。许渊冲曾援引朱光潜在《诗论》中的论断“‘从心所欲，不逾矩’

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９］１０４指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对原文进行雕琢安排，但要“不逾矩”，这就是翻

译可以算作艺术的原因。“不逾矩”意味着不能脱离文本过度诠释。哲学诠释学的对话理论强调，文本

具有开放性，但它又不是完全的空白和不确定，而是有一定的定向性和限制性的，只有以文本作依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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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卷 谭福民，等：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依托所生成的意义才具有合理性。显然，译者对文本进行诠释的时候，还有受文本制约的一面。创造性

翻译虽能超越原文，但它还是以原文文本作为其客观参照的，应该是译者与文本之间通过不断的对话，

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无疑，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尤其是其合法偏见论不仅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多元化地诠释文本找

到了合理的哲学依据，而且为翻译实践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加深了我们对翻译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的

复杂现象的理解，有助于我们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综合考虑，在最大限度内达到翻译的目的。在具体的

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对各种因素统合考虑，力戒任何一方的过分张扬。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处于主导地

位，由于其固有的偏见，会尽量使译文不拘泥于逐字逐句式的文字转换，对作品进行合理的再创造。但

创造性叛逆并不是没有限度的胡译乱译，不能超然于文字之上自由构想———过度诠释，必须在译语语言

文化规范与原语语言文化规范所能容忍的限度内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原作的意义在不同语言文化世界

得到再创造，真正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从而实现应有的文学、文化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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